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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数据治理的体制变革：

从个人决定到社会许可

高富平

摘要　伴随数字技术迭代发展和深度应用，数据与人工智能正驱动着社会不断变革，如何在充

分保障各方权益的前提下，释放数据要素价值，已成为各国个人数据治理制度面临的核心难题。数

据资源化（要素化）利用要求数据实现社会化重用，即数据具备可获取性且使用者享有使用方式的

决定权。然而，以个人决定为基础的现行个人数据治理制度，与数据资源化利用的现实需求之间存

在结构性张力。为此，各国正积极探索适应时代需要的制度变革路径。其中，美国持续完善“负责

任数据治理”体制，欧洲则通过修法扩张“合法利益”的适用范围并适度放松合规监管，以回应个人

数据资源化带来的制度挑战。在制度重构探索中，社会契约理论被引入个人数据治理领域，为重新

审视个人与社会在个人数据治理中的权利配置与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具体而言，应当

以社会许可机制为基础重构合法性基础体系，并对信息主体与处理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作出相

应调整。这一转向将有助于个人信息保护法摆脱“权利法”的路径依赖，实现向“行为法”的彻底转

型，从而破解个人保护与资源利用的制度冲突，实现信息主体权益保护与促进数据社会化重用的双

重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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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　　言

以人工智能为核心驱动力的智能经济正在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引擎。〔１〕２０２５年国务院印发

《关于深入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意见》，明确了实施“人工智能＋”行动的总体要求、发展目标

和重点方向，加快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发展。人工智能作为高度依赖数据的计算机技术，对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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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获取性和可利用性起着重要作用。我国与世界各国大体同期部署大数据战略，〔２〕并率先提出

数据作为第五大生产要素的理念，〔３〕积极构建以促进数据流通利用为核心的基础制度 〔４〕。其核

心目的是促进数据的社会化重用，适配数字经济时代下日益增长的数据智能和数据分析的社会需求。

个人数据（又称个人信息，本文等同使用）是数据资源（我国称数据要素）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为社会资源，我们需要从数据使用 〔５〕入手探索其价值形成和实现（即要素化利用）的路径和方

法，并据此构建制度规则。关于数据价值，学界普遍认为，碎片化数据难以彰显其应用价值，只有

在与其他数据持续汇集、整理和集成的过程中才能释放价值，为ＡＩ模型训练和智能决策提供支

撑。〔６〕当数据关联个人，或者数据使用结果与个人紧密相连时（统称为个人数据或个人信息数

据），数据资源化（要素化）利用面临个人保护与社会使用之间的紧张关系，即个人决定还是使用者

决定的制度选择问题。由于大数据源于社会活动，数据及其使用难免与个人勾连或产生影响，如

何平衡个人保护与数据社会使用（重用）成为数据要素化利用的关键。放眼世界，个人数据治理面

临的制度困境本质是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建立的制度难以应对２１世纪的新课题。

个人数据保护存在一个基本制度假设：个人数据是社会可利用的资源，〔７〕个人数据保护法旨

在促进个人数据在社会流通利用。对这一制度逻辑的准确理解，有赖于对个人信息自决权的正本

清源。德国法和德国学说中的个人信息自决权并非指个人控制其个人信息。〔８〕个人信息自决是

人权层面的一项原则，是个人自主、自由、自决等在个人信息处理中的体现，而非个人数据作为资

源使用的一项制度。〔９〕即使在人权层面，个人决定也不是欧洲个人数据保护立法的指导思想。

从《关于个人数据自动化处理的个人保护公约》〔１０〕至落实该公约的欧盟立法均采“合法性基础＋

处理行为规范”的模式，而且处理行为合法与否需要在具体场景中加以判断，即数据主体权利是否

得到尊重、数据控制者（对应我国“处理者”，本文统称为“使用者”）是否履行规定义务并以数据处

理基本原则为兜底判断。欧盟《统一数据保护条例》（以下简称“ＧＤＰＲ”）肩负着保护个人与实现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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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年８月，国务院发布《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国发〔２０１５〕５０号）。

２０２０年３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公布《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从数据产权、

流通交易、收益分配和安全治理四方面初步搭建我国数据基础制度体系，提出２０条政策举措。

《个人信息保护法》的基本术语是处理，而不是使用。这两个术语存在细微的差别，个人信息处理是从对

主体权益影响的角度的规范，涵盖任何使用计算机（数字技术）对个人信息的操作行为；个人信息使用则是从使用

者实现数据价值的角度，对信息或数据的操作行为。数据使用一定涉及处理行为，但处理行为涵盖范围要广于使

用。本文以数据使用替代数据处理并不影响《个人信息保护法》的适用。关于数据使用的进一步研究，参见高富

平：《数据使用理论———基于社会价值的数据重用秩序》，载《贵州社会科学》２０２５年第３期。

参见毛俊响、王心怡：《我国数据治理法治化：挑战、定位与逻辑》，载《法律适用》２０２３年第１２期。

参见高富平：《基于规范目的的个人信息治理规则》，载《中国应用法学》２０２２年第６期。

参见杨芳：《个人信息自决权理论及其检讨———兼论个人信息保护法之保护客体》，载《比较法研究》

２０１５年第６期。

事实上，人们多忽略人权层面的决定权和资源使用的决定权的差异，而直接将个人决定延伸至资源使用

决定。

该公约通过于１９８１年，并进行了多次修订。Ｓｅ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Ｅｕｒｏｐｅ，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ｆｏｒ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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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据自由流通的双重目的。〔１１〕然而，这些立法愿景虽然美好且逻辑自洽，但是其制度设计背离

初衷，不能实现个人数据流通利用的目的。〔１２〕ＧＤＰＲ实施后的社会经济影响评估印证了笔者的

判断。〔１３〕

我国自２０１２年引入域外个人信息保护制度，〔１４〕并于２０２１年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以下简

称《个保法》〔１５〕）。虽然有１０年的探索，但是《个保法》仍然是“简化版”ＧＤＰＲ，在立法目的和立法

模式上遵循了欧洲传统。《个保法》第１条兼顾个人保护和社会利用的双重目标，采取行为规范模

式，构建了“个人信息处理合法基础＋个人信息处理行为合法性”的规范框架。但从《个保法》的内

容和实施来看，立法只对个人提供保护，忽略了对使用者利益、社会利益和公共利益的保护，同时

亦设有个人对个人信息自主控制的特别规则。比如，合法性基础缺失了“处理者合法利益”，限缩

了社会主体合法获取和使用个人信息的空间；通过同意、重新同意和单独同意强化个人对个人信

息使用过程的控制或决定。〔１６〕《个保法》主要规范个人信息处理者（使用者）与个人之间的直接使

用关系，而不允许个人信息处理者（在要素市场中称为数据持有者）对外自主提供，亦未为第三方

提供从处理者间接取得数据的合法通道。〔１７〕故《个保法》既未给个人信息使用者以对外提供（流

通）个人信息数据的权利，也未给潜在需求者（使用者）提供间接获得个人信息的渠道。由此，个人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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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ＤＰＲ的全称为《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２０１６年４月２７日关于个人数据处理中自然人保护、个人数据

自由流通以及废除９５／４６／ＥＣ号指令的（ＥＵ）２０１６／６７９号条例》［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ＥＵ）２０１６／６７９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

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ｏｆ２７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６ｏｎ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ＮａｔｕｒａｌＰｅｒｓｏｎｓＷｉｔｈＲｅｇａｒｄｔｏ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ＡｎｄｏｎｔｈｅＦｒｅｅＭｏｖｅｍｅｎｔｏｆＳｕｃｈＤａｔａ，ＡｎｄＲｅｐｅａｌｉｎｇ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４６／Ｅｃ（ＧｅｎｅｒａｌＤａｔａ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参见高富平：《ＧＤＰＲ的制度缺陷及其对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实施的警示》，载《法治研究》２０２２年第

３期。

ＳｅｅＪｏｈｎＭ．Ｙｕｎ，犃犚犲狆狅狉狋犆犪狉犱狅狀狋犺犲犐犿狆犪犮狋狅犳犈狌狉狅狆犲狊犘狉犻狏犪犮狔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犌犇犘犚）狅狀犇犻犵犻狋犪犾

犕犪狉犽犲狋狊，３１ＧｅｏｒｇｅＭａｓｏｎ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Ｆｏｒｕｍ１０４（２０２４）．（虽然ＧＤＰＲ适度增强了用户数据保护，但也引发了不

利影响，包括初创企业活动减少、创新减少以及市场集中度增加。此外隐私保护的收益被合规成本所抵消，而合规

成本对小型企业的影响尤为严重。）ＫｎｕｔＢｌｉｎｄ，ＣｒｉｓｐｉｎＮｉｅｂｅｌ＆ＣｈｒｉｓｔｉａｎＲａｍｍｅｒ，犜犺犲犐犿狆犪犮狋狅犳狋犺犲犈犝

犌犲狀犲狉犪犾犇犪狋犪犘狉狅狋犲犮狋犻狅狀犚犲犵狌犾犪狋犻狅狀狅狀犘狉狅犱狌犮狋犐狀狀狅狏犪狋犻狅狀，３１（３）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ａｎｄ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３１１，３１１ ３３５

（２０２４）．（以德国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表明，ＧＤＰＲ导致受此新数据保护条例影响的企业创新活动发生转变，从

而使得渐进式创新增加，而根本性创新减少。由于ＡＩ需要大量数据集，通常涉及个人数据，ＧＤＰＲ的引入可能会

使这些数据的使用和分析变得复杂，从而延迟，甚至阻碍某些激进创新的发展。）ＦｒａｎｃｅｓｃｏＤｅｃａｒｏｌｉｓ＆Ｃｒｉｓｔｉａｎａ

Ｆｉｒｕｌｌｏ，犝狀犾狅犮犽犻狀犵犌狉狅狑狋犺牶犈狓狆犾狅狉犻狀犵狋犺犲犈犮狅狀狅犿犻犮犐犿狆犪犮狋狅犳犌犇犘犚犳狅狉犜狅犿狅狉狉狅狑狊犈狌狉狅狆犲，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ｈａｎｃｅ，

４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ｓ：／／ｃｌｉｆｆｏｒｄｃｈａｎｃｅ．ｅｖｅｎｔｏｇｙ．ｃｏｍ／ｃ／ｇｄｐｒ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ｉｍｐａｃｔ／ｒｅｇ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ＧＤＰＲ带来了巨大且

不均衡的经济成本。固定和运营合规支出数额巨大且具有重复性，尤其是与法律解释、文件记录和持续监控相关

的支出。间接影响包括数据获取成本增加、跨境数据流动减少，以及数据驱动行业风险投资和创新强度的明显放

缓。同时指出，程序权利的增强提高了透明度，但对个人保护效果是有限的，仅部分转化为福利收益，因为有限理

性、用户体验恶化、同意疲劳和偏好差异限制了个人有效行使控制权的能力。）

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２８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关于加强网络信息保护的决定》。

为了避免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与域外“个人数据保护法”的切换问题，本文以“个保法”泛称个人信息／

个人数据保护法，而以《个保法》指代我国的《个人信息保护法》。

依据《个人信息保护法》，个人信息处理者因合并、分立、解散、被宣告破产等原因需要转移个人信息（第

２２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向其他个人信息处理者提供其处理的个人信息（第２３条），个人信息处理者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境外提供个人信息（第３９条）抑或个人信息公开（第２５条），都需要通过重新同意、单独同意或者再次告知等

形式与个人重新建立使用关系。

同前注〔７〕，高富平文。



形式上成为个人数据要素化利用的决定者，以及数据要素市场的主导者。

显然，《个保法》省去了“合法利益”和相关例外条款，〔１８〕强化了个人同意并将其贯彻到一切个

人信息数据利用的环节。在全力推进数据要素市场建设、发展人工智能＋战略和促进整个社会数

智化转型的今天，我们需要认真思考《个保法》及围绕其建立的相关法律规则面临的挑战及改革问

题。对于个保法缺陷、制度失灵、实施困境等问题，学术界已经在既有法律框架下作了深入的探

讨，并提出诸多修补意见。〔１９〕笔者也对ＧＤＰＲ所代表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根本缺陷作出深刻

分析，并对产生于域外特殊时代和社会背景下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是否还能够用前网络时代的

法律原则解决万物互联泛在网络（网络化、数字化、智能化）时代的问题，作出深入研判，〔２０〕同时还

提出我国个人信息保护亟须范式转型：从单一保护个人权利转向保护相关者利益的数据治理范

式。〔２１〕本文试图在此基础上继续挑战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根基，即同意制度，寻求适合当下的保护

个人权利及实现个人数据重用的制度范式。为此，本文主张摒弃个人同意制度，转而迈向社会许可模

式，在保障个人权利的前提下，推动数据社会化使用的最大化，实现数据要素的社会价值。

二、个人数据治理的权利错配与制度困境

个人数据保护法以保护数据主体权利为目标，对于个人数据社会利用的制度假设是：只要遵

守个人数据保护法保护个人权利，那么个人数据就可以自由流动利用。但当下数据要素化利用需

要控制和秩序，亟须建立一种能够支持大规模汇聚和集成数据并从中提取模式（或训练模型），再

运用智能模型处理分析数据，支撑社会运营和各种决策的数据使用秩序。数据要素化利用与个人

数据保护制度设计的初衷相悖，二者在现实层面已形成明显张力与冲突。〔２２〕

（一）同意机制的失灵与权利错配

个人数据保护法旨在保护个人自主权（主体权利）不因个人信息处理行为而受到侵害，其保护

逻辑可概括为：个人数据是关于个人的，个人是主体，因而个人（称为数据主体）为维护自己尊严、

自由和隐私决定或干预数据的处理。虽然在立法上，个人数据保护法并未建立非经同意即不得使

用的财产规则，但域内外均存在直接将数据主体自主权延伸至数据资源利用秩序的现象。

自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创立至今，鲜有人承认个人享有个人数据使用决定权（实现数据要素价

值），但是在实践中这种状态却导致了个人自主权（或自决权）被延伸至资源化利用的决定。其原

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在理论上，“个人数据受保护”被理解为人权，这使得个人在数据处理中的权

利保护被绝对化，使其个人权利优先于代表社会利益的合法数据使用者。〔２３〕二是个保法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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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

〔１９〕

〔２０〕

〔２１〕

〔２２〕

〔２３〕

相对而言，欧盟ＧＤＰＲ除了承认可援用“合法利益”作为商业使用的法律基础外，还有大量例外条款来保

护公益目的和特殊利益。例如，ＧＤＰＲ第九章第８５至９１条。

参见丁晓东：《人工智能背景下个人信息保护制度的挑战与应对》，载《政治与法律》２０２６年第１期；付新

华：《生成式人工智能对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结构性冲击及应对》，载《法学论坛》２０２５年第６期；叶雄彪：《生成式人

工智能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范式转换与规则完善》，载《法学家》２０２５年第４期。

同前注〔１２〕，高富平文。

参见高富平、尹腊梅：《数据上个人信息权益：从保护到治理的范式转变》，载《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２２年第１期。

参见巩姗姗：《数据财产权与个人信息权益的冲突与调适》，载《中外法学》２０２５年第６期。

尽管立法者认为需要平衡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公共利益，但在法律设计中仍然给了数据主体权利以优

先保护。ＧＤＰＲ第６条虽然将“数据控制者或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作为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但是这种合法利益

需要与数据主体利益相平衡，冲突时优先保护主体权利。



结果。实践者逐渐发现，同意是最好用的合规手段。无论是否存在法定事由，只要有机会与个人

（用户）交互，那么组织一定会索要“同意”，以作为证明合规的最佳手段和兜底保障。由于同意清

单冗长、内容泛化，与法律文本中的同意大相径庭，根本达不到对个人保护的法律效果，反而营造

出个人数据的使用是由个人授权（决定）的假象，促成了个人决定数据使用的“事实”。

我国《个保法》创造性地设计了“同意”“重新同意”和“单独同意”，将个人同意贯彻到个人信息

处理的各个环节，不允许处理者自主提供。〔２４〕虽然《个保法》第２３条规定处理者可以对外提供，

但是须“取得个人的单独同意”。单独同意阻碍了数据社会化重用，若严格执行将制约个人数据的

流通与利用。

在数字社会，个人数据并不完全涉及个人利益，也包括使用者利益。〔２５〕个人数据具有社会资

源属性，〔２６〕而不属于个人资源，个人并没有单一的决定权。个保法制度设计的初衷是保护自然人

主体地位，保护尊严、自由和隐私。当保护自然人主体权利的制度直接延伸到资源使用秩序时，就

将出现制度错配问题，导致数据资源利用秩序走不出个人控制的“阴霾”。

问题不仅在于以同意为核心的个人决定权错配于数据资源利用秩序，还在于同意制度本

身是否切实地保护了个人权利。现有知情同意机制建立在理性个体的经典模型基础上，即一

个理性个体可以阅读和理解隐私政策，权衡获取服务与被收集信息之间的利益冲突，并作出

明智的选择。〔２７〕但这一假设难以成立。早在２０１０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ＯＥＣＤ）即开始

对其３０年前发布的个人信息保护原则进行反思。〔２８〕之后，微软公司策划和组织四场对话和

一次世界隐私峰会，讨论ＯＥＣＤ原则更新问题，并于２０１３年形成一份总结报告。〔２９〕总体上，

与会者认为，在大数据时代个人控制可能会给数据处理者和数据主体带来重大负担。大数据

不仅很大，且收集和处理的频率较高，以至于大多数人都无法接受授权同意的频率，严重依赖

个人通知和同意的隐私框架既不可持续，也不可取。２０２３年，纽约大学的韦尔胡尔斯特

（ＳｔｅｆａａｎＧ．Ｖｅｒｈｕｌｓｔ）教授对于知情同意的缺陷作了系统总结。他认为，实践中同意沦为用户

协议“点击同意”的一揽子操作，存在许多缺点：（１）要么加入，要么退出的二元选择；（２）形

式化同意无法实现真正的知情同意；（３）多个主体的个人同意难以代表集体；（４）同意范围

有限。〔３０〕

个人同意不仅流于形式，而且还存在越权甚或侵权风险。提供关于同种族、同性别和同年龄

段人群的信息可能会造成对多人的政治、经济歧视或剥削。另外，数据是非竞争性的、非排他性

的、不可耗尽的，具有公共物品性质，赋予数据主体决定权意味着个人数据“私有化”，引发数据市

场化和商品化的严重担忧。〔３１〕在资源化利用背景下审视同意，应遵循同意的制度宗旨，重新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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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

〔３０〕

〔３１〕

参见《个人信息保护法》第２２条。

参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使用的合法性基础———数据上利益分析视角》，载《比较法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２期。

同前注〔２１〕，高富平、尹腊梅文。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Ｊ．Ｓｏｌｏｖｅ，犘狉犻狏犪犮狔犛犲犾犳犕犪狀犪犵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狋犺犲犆狅狀狊犲狀狋犇犻犾犲犿犿犪，１２６Ｈａｒｖａｒｄ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１８８０，１８８３（２０１３）．

ＳｅｅＭｉｃｈａｅｌＫｉｒｂｙ，犜犺犲犎犻狊狋狅狉狔，犃犮犺犻犲狏犲犿犲狀狋犪狀犱犉狌狋狌狉犲狅犳狋犺犲１９８０犗犈犆犇犌狌犻犱犲犾犻狀犲狊狅狀犘狉犻狏犪犮狔，

１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Ｌａｗ６，６ １４（２０１１）．

ＳｅｅＦｒｅｄＨ．Ｃａｔｅ＆ Ｖｉｋｔｏｒ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ｅｒ，犖狅狋犻犮犲犪狀犱犆狅狀狊犲狀狋犻狀犪犠狅狉犾犱狅犳犅犻犵犇犪狋犪，３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ＰｒｉｖａｃｙＬａｗ６７，６７ ７３（２０１３）．

ＳｅｅＳｔｅｆａａｎＧ．Ｖｅｒｈｕｌｓｔ，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犻狀犵犇犻犵犻狋犪犾犛犲犾犳犇犲狋犲狉犿犻狀犪狋犻狅狀，５Ｄａｔａ＆Ｐｏｌｉｃｙｅ１４（２０２３）．

ＳｅｅＪｏｎａｔｈａｎＭｏｎｔｇｏｍｅｒｙ，犇犪狋犪犛犺犪狉犻狀犵犪狀犱狋犺犲犐犱犲犪狅犳犗狑狀犲狉狊犺犻狆，２３ＴｈｅＮｅｗＢｉｏｅｔｈｉｃｓ８１，

８１ ８６（２０１７）．



实现“知情同意”目标的机制，寻找替代个人同意更有效的方案。

　　（二）数据资源化利用的制度障碍

人工智能技术本质上是数据驱动的计算技术，数据既是机器学习的原材料，同时又是智能模

式分析处理的对象。数据具有资源价值，我国将之表达为数据是生产要素。无论模型训练或机器

学习，还是智能系统应用下的数据分析（知识输出）都需要汇聚和集成大规模数据。

ＡＩ研究组织Ｅｐｏｃｈ２０２４年的一项研究声称，按照目前的速度，人类生成的互联网数据总量最

早可能在２０２６年耗尽。〔３２〕虽然合成数据可以缓解某些数据获取问题，但也无法完全捕捉到真实

世界数据的细微差别，影响ＡＩ模型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此，ＡＩ研发和应用终究还是需要解决

数据可获用性（ｄａｔａ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３３〕问题。

数据可获用性涉及两个层面：一是初始生成的未加工整理的数据（原始数据）的获用性；二是

合法采集和获取后经加工整理的数据集（整理数据）的获用性。其一，当数据关联个人或可能用于

个人时，个人对数据的控制或维权力量增强；其二，原始数据生成者（持有者）对数据保护意识和能

力增强，待价而沽。〔３４〕我国在全球率先提出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理念，目的在于借助市场力量化

解经加工整理的数据集的供需矛盾。但并未考虑第一个层面的数据可获用性问题。一旦这些数

据涉及个人或分析使用指向个人，就存在“谁享有决定权”的问题。

数据可重用是数据区别于其他资源最主要的特征。从主体的角度，数据重用既可以为原持

有者使用，亦可以提供他人使用，在我国称为数据流通。从目的的角度，数据重用既包括在初始

目的范围内不断重复使用（复用），也包括用于其初始收集目的之外的其他目的，即“更新目的重

用”（ｒｅｐｕｒｐｏｓｉｎｇ）
〔３５〕。为实现数据资源价值，必须支持数据在更新目的和更新主体情形下的社

会化重用，即数据可以在不同主体之间变换目的的流通利用。这便是本文主张的数据重用

内涵。

各种组织一般按照数据生命周期管理数据使用。这意味着在数据初始收集目的实现时，原始

数据即应当删除。这样的合规管理可以容忍原使用者在原目的范围内复用，但是不能承载更新主

体和目的的数据重用。数据重用的现实需求与个保法的目的特定原则之间横亘着显著张力，制约

了数据的可获用性和可重用性。因此，我们需要检讨国际社会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形成的数据保护

原则的正当性、合时宜性。

三、个人数据治理的域外制度探索与变革

个保法的理念和制度建立在前网络和数据智能时代，当时只关注个人数据处理行为对个人的

影响和危害，而今天我们还关注个人数据如何合法和安全地使用以创造社会价值。在应对这一时

代命题上，美国一直基于“正当信息准则”规制路径，使个人保护与社会使用之间的平衡保持一定

弹性，而欧洲（本文限于欧盟和英国）因采取以个人权利为核心的制定法体制，不得不通过修法和

·１１１·

高富平 个人数据治理的体制变革：从个人决定到社会许可

〔３２〕

〔３３〕

〔３４〕

〔３５〕

ＳｅｅＰａｂｌｏＶｉｌｌａｌｏｂｏｓｅｔａｌ．，犠犻犾犾犠犲犚狌狀犗狌狋狅犳犇犪狋犪牽犔犻犿犻狋狊狅犳犔犔犕犛犮犪犾犻狀犵犅犪狊犲犱狅狀犎狌犿犪狀

犌犲狀犲狉犪狋犲犱犇犪狋犪，ａｒＸｉｖ：２２１１．０４３２５（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ａｒｘｉｖ．ｏｒｇ／ａｂｓ／２２１１．０４３２５，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英文ａｖａｉｌａｂｉｌｉｔｙ本义是可使用，但先要获取才能使用，因此，“获用性”能够准确表达数据可以获取和使

用两重含义。

参见孙笑侠：《论数字权利的关系变异》，载《法律科学》２０２５年第６期。

ＳｈａｗｎＯｇｕｎｓｅｙｅ ＆ ＪｅｆｆｒｅｙＰａｒｓｏｎｓ，犚犲狊狆狅狀狊犻犫犾犲犇犪狋犪犚犲狆狌狉狆狅狊犻狀犵牶犃 犆狅狀犮犲狆狋狌犪犾犉狅狌狀犱犪狋犻狅狀，

ｐｒｏｃｅｅｄｉｎｇｓｏｆｔｈｅ５８
ｔｈＨａｗａｉｉ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ｎｆｅｒｅｎｃｅｏｎＳｙｓｔｅｍ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２０２５．



调整法律实施的方式不断修正法律规则。

　　（一）合法利益的重塑：欧洲的体系纠偏

“合法利益”是欧盟１９９５年《个人数据保护指令》和２０１６年ＧＤＰＲ个人数据处理的重要合法

性基础，作为与数据主体基本权利和自由相平衡的数据使用的正当理由。２０１４年第２９条工作组

对合法利益作了较为狭窄的解读，〔３６〕而且使用数据的合法利益需要与数据主体的基本权利和自

由相平衡，在冲突时应当优先保护数据主体权利，极度限缩了可适用的范围。

欧盟数据保护委员会（ＥＤＰＢ）于２０２４年发布第２８／２０２４号意见，〔３７〕认可合法利益可作为

ＡＩ模型开发与部署的合法性基础，但须逐案通过测试判断，若确属匿名模型则ＧＤＰＲ不再适用。

次年，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ＣＮＩＬ）发布以合法利益为法律依据的《指南和建议》〔３８〕，明确

指出在符合某些特定条件时，基于公共内容获取的个人数据用于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可依据ＧＤＰＲ

的合法利益原则认定为合法。德国则在Ｍｅｔａ案中，以法院判例的方式宣布，Ｍｅｔａ使用个人数据

用于人工智能训练具有“合法利益”，实质上也承认合法利益可以作为人工智能训练的合法性

基础。〔３９〕

自２０１２年启动ＧＤＰＲ起草以来，欧盟一直努力在公民基本权利保护理念下构建数据保护和

数字经济立法体系，但是如今却发现这些立法不仅没有给欧盟数字经济发展带来有利环境，反而

使欧洲在人工智能研发和应用方面与美国差距拉大。欧盟委员会于２０２５年１１月１９日发布数字

综合监管条例提案，〔４０〕旨在简化、优化和调整现有的数字规则，核心目标是加强协调，实现清晰度

更高、成本更低和更连贯的立法框架。该提案同时对ＧＤＰＲ作出修订。该修正案草案于２０２５年

１１月初首次公开，〔４１〕远远超出了改革ＧＤＰＲ的最初提议，被认为用隐私来满足人工智能热潮。

·２１１·

交大法学　２０２６年第４期

〔３６〕

〔３７〕

〔３８〕

〔３９〕

〔４０〕

〔４１〕

仅仅将合法利益判断因素归结为以下方面：（ａ）个人（雇员、消费者、病人）和数据控制人（雇主、居于优

势地位的公司、健康服务提供者）之间的地位；（ｂ）数据处理的环境或场景（数据处理者与数据控制人之间的合同

关系）；（ｃ）该个人的合法预期。Ｓｅ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ＷｏｒｋｉｎｇＰａｒｔｙ，Ｏｐｉｎｉｏｎ０６／２０１４ｏｎｔｈｅｎｏｔｉｏｎｏｆ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ｏｆｔｈｅｄａｔａ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ｒｕｎｄｅｒＡｒｔｉｃｌｅ７ｏｆ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９５／４６／ＥＣ，ＷＰ２１７，９Ａｐｒｉｌ２０１４，ｈｔｔｐｓ：／／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

ｊｕｓｔｉｃｅ／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９／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ｐｉｎｉｏｎ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ａｔｉｏｎ／ｆｉｌｅｓ／２０１４／ｗｐ２１７＿ｅｎ．ｐｄｆ．

ＩｎｉｔｓＯｐｉｎｉｏｎｏｎＡＩＭｏｄｅｌｓｔｈｅＥＤＰＢａｄｄ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ｆｏｌｌｏｗｉｎｇｔｏｐｉｃｓ：（ｉ）ｗｈｅｎａｎｄｈｏｗＡＩｍｏｄｅｌｓｃａｎ

ｂｅ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ａｎｏｎｙｍｏｕｓ；（ｉｉ）ｗｈｅｔｈｅｒａｎｄｈｏｗｌｅｇｉｔｉｍａｔｅ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ｃａｎｂｅｕｓｅｄａｓａｌｅｇａｌｂａｓｉｓｆｏｒ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ｏｒ

ｕｓｉｎｇＡＩｍｏｄｅｌｓ；ａｎｄ（ｉｉｉ）ｗｈａｔｈａｐｐｅｎｓｉｆａｎＡＩｍｏｄｅｌｉ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ｕｓｉｎｇ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ｔｈａｔｗａｓ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ｄ

ｕｎｌａｗｆｕｌｌｙ．Ｓｅ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Ｏｐｉｎｉｏｎ２８／２０２４ｏｎｃｅｒｔａｉｎ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ｐｅｃｔｓ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ｔｈ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ｏｆｐｅｒｓｏｎａｌｄａｔａｉｎ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ｘｔｏｆＡＩｍｏｄｅｌｓ，Ａｄｏｐｔｅｄｏｎ１７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４．

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ＣＮＩＬ）于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７日发布法语指引，对ＧＤＰＲ第６条（１）（ｆ）合法

利益适用于ＡＩ训练作出权威解释。参见法国国家信息与自由委员会网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ｃｎｉｌ．ｆｒ／ｅｎ／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ｓ／

ｌｉｇｎｅｓｄｉｒｅｃｔｒｉｃｅｓｒｅｃｏｍｍａ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ＣＮＩＬ，２０２６年５月１５日访问。

ＳｅｅＪｅｎｎｙＧｅｓｌｅｙ，犌犲狉犿犪狀狔牶犆狅狌狉狋犃犾犾狅狑狊犕犲狋犪狋狅犝狊犲犇犪狋犪犳狉狅犿犘狌犫犾犻犮犛狅犮犻犪犾犕犲犱犻犪犘狉狅犳犻犾犲狊狋狅

犜狉犪犻狀犃犐，７Ｊｕｌｙ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ｌｏｃ．ｇｏｖ／ｉｔｅｍ／ｇｌｏｂａｌｌｅｇａｌｍｏｎｉｔｏｒ／２０２５０７０７／ｇｅｒｍａｎｙｃｏｕｒｔａｌｌｏｗｓｍｅｔａ

ｔｏｕｓｅｄａｔａｆｒｏｍｐｕｂｌｉｃｓｏｃｉａｌｍｅｄｉａｐｒｏｆｉｌｅｓｔｏｔｒａｉｎａｉ／．

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ｍｎｉｂｕ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１９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ｓ：／／ｄｉｇｉｔａｌ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ｅｃ．ｅｕｒｏｐａ．ｅｕ／ｅｎ／

ｌｉｂｒａｒｙ／ｄｉｇｉｔａｌｏｍｎｉｂｕｓ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ｐｏｓａｌ．

ＳｅｅＰｒｏｐｏｓａｌｆｏｒａ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ＰａｒｌｉａｍｅｎｔａｎｄｏｆｔｈｅＣｏｕｎｃｉｌａｍｅｎｄｉｎｇ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ｓ

（ＥＵ）２０１６／６７９，（ＥＵ）２０１６／１０３６，（ＥＵ）２０１６／１０３７，（ＥＵ）２０１７／１１２９，（ＥＵ）２０２３／１５４２ａｎｄ（ＥＵ）２０２４／５７３ａｓ

ｒｅｇａｒｄｓｔｈｅ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ｏｆｃｅｒｔａｉｎｍｉｔｉｇａｔｉｎｇ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ｆｏｒｓｍａｌｌａｎｄｍｅｄｉｕｍｓｉｚｅｄ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ｔｏｓｍａｌｌｍｉｄ

ｃａｐ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ａｎｄｆｕｒｔｈｅｒ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ｈｔｔｐｓ：／／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ｃｔｉｖｅｍｉｎｄ．ｌｅｇａｌ／ｗｐａｍｌｅｇａｌｃｄｎ／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

ｕｐｌｏａｄｓ／ＥＵ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ＧＤＰＲｒｅｆｏｒｍ２０２５０５２１．ｐｄｆ．



脱欧后的英国不断探索和强化数据立法改革，于２０２５年通过了《数据使用与访问法》

（ＤＵＡＡ）〔４２〕。该法除了修订英国数据保护法外，还带来重大变革，包括（１）将“科学研究”定义为

任何可合理描述为科学的研究；（２）引入“公认合法利益”作为处理个人数据法律依据；（３）完善目

的限制原则，细化个人数据原始处理与收集目的兼容的处理情形；（４）打破没有人类参与的自动决

策对个人数据使用的一些限制；（５）控制者只需响应有明确数据主体的访问请求，对信息和个人数

据进行合理和相称的搜索，维护数据主体的权利。依据ＤＵＡＡ，“合法利益”可以作为ＡＩ训练使用

数据的合法性依据。

综上，欧盟和英国现在已经接受“合法利益＋数据合规”作为ＡＩ模型训练的合法性基础，这为

基于公开收集的个人数据进行人工智能模型训练提供了路径。这说明欧洲数据立法在反思和改

革，只是因路径依赖而很难出现颠覆性的变革。

（二）负责任数据治理：美国的制度变革

美国在联邦层面没有制定统一的个人数据保护法，但有特别立法和普遍接受的“正当信息准

则”，并在此前提下，通过普通法的救济体制发展出灵活保护规则。〔４３〕也正因此，美国个人数据保

护制度一直处于发展变化之中。

早在２００６年，凯特（ＦｒｅｄＨ．Ｃａｔｅ）〔４４〕即提出了所谓的“基于使用的体制”（ｕｓｅｂａｓｅｄ

ｓｙｓｔｅｍ），认为数据收集本身不应受限制，只有数据的使用才应当受到规制。其核心思想大致可

以概括为开放收集、规范使用、损害救济。之后他与舒恩伯格（Ｖｉｋｔｏｒ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ｅｒ）共同

领导微软隐私原则修订专家组，并在综述中概括了研讨会的共识：这些新方法必须将责任从数

据主体转移到数据使用者，并将重点放在负责任的数据管理（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ｄａｔａｓｔｅｗａｒｄｓｈｉｐ）可追

溯性上，而不仅仅是其合规性，同时确保隐私期待和保护要求得到实现。〔４５〕更加关注适当、负

责任地使用，可能会实现更有价值的数据流和更有效的隐私保护之间更实用、更敏感地

平衡。〔４６〕

２０１４年白宫大数据工作组的研究报告《大数据：抓住机会，发挥价值》〔４７〕认为，长期坚持的

“知情和同意”体制可能很快变得不合时宜，规制数据的使用可能成为大数据时代保护隐私的唯一

方式。报告称之为“负责的使用框架”（ａ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ｌｅｕｓ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这一框架有两大好处：首

先，它将责任从个人转移到收集、存储和使用数据的主体。其次，它也使数据的控制人和使用人对

他们如何管理所掌握的数据及其引发的损害负责，而非仅明确他们在其收集时是否恰当地获得

同意。〔４８〕

·３１１·

高富平 个人数据治理的体制变革：从个人决定到社会许可

〔４２〕

〔４３〕

〔４４〕

〔４５〕

〔４６〕

〔４７〕

〔４８〕

《数据保护和数字信息法案》（Ｄａｔａ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Ｄｉｇｉｔａｌ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ｉｌｌ，ＤＰＤＩ法案）经过公众咨询和

政府回应后，于２０２２年提交英国议会。两年后，ＤＰＤＩ被替换为《数据使用与访问法》［Ｄａｔａ（ＵｓｅａｎｄＡｃｃｅｓｓ）Ａｃｔ，

简称ＤＵＡＡ］，２０２５年６月１９日获得皇家御准批准，并分阶段生效。

参见高富平、王苑：《论个人数据保护制度的源流———域外立法的历史分析和启示》，载《河南社会科学》

２０１９年第１１期。

ＳｅｅＦｒｅｄＨ．Ｃａｔｅ，犜犺犲犉犪犻犾狌狉犲狅犳犉犪犻狉犐狀犳狅狉犿犪狋犻狅狀犘狉犪犮狋犻犮犲犘狉犻狀犮犻狆犾犲狊，ｉｎＪａｎｅＫ．Ｗｉｎｎｅｄ．，Ｃｏｎｓｕｍｅｒ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Ａｇｅｏｆ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Ｅｃｏｎｏｍｙ，Ａｓｈｇａｔｅ，２００６，ｈｔｔｐｓ：／／ｐａｐｅｒｓ．ｓｓｒｎ．ｃｏｍ／ｓｏｌ３／ｐａｐｅｒｓ．ｃｆｍ？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ｄ＝１１５６９７２，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２８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５．

Ｃａｔｅ＆ＭａｙｅｒＳｃｈｎｂｅｒｇ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２９〕．

Ｉｂｉｄ．

ＥｘｅｃｕｔｉｖｅＯｆｆｉｃｅｏｆｔｈｅＰｒｅｓｉｄｅｎｔ，犅犻犵犇犪狋犪牶犛犲犻狕犻狀犵犗狆狆狅狉狋狌狀犻狋犻犲狊，Ｐ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ｓ，Ｍａｙ２０１４，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ｉｎｆｏ．ｇｏｖ／ａｐｐ／ｄｅｔａｉｌｓ／ＧＯＶＰＵＢＰＲＥＸＰＵＲＬｇｐｏ６４８６８，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Ｉｂｉｄ．，ｐ．５６．



面对人工智能挑战，埃拉娜·泽德（ＥｌａｎａＺｅｉｄｅ）教授 〔４９〕提出应重新定位隐私治理，从依赖个

人控制和程序保障转向更具集体性、更积极和更预防性的方法，将隐私视为公共利益和集体责任。

她提出了保护个人和集体隐私权的新范式，其关键要素为：（１）从个人隐私概念转变为集体隐私

概念；（２）从被动治理转向主动治理；（３）重新定位人工智能治理的目标和价值观。美国资深隐私

法教授索罗夫与哈佐格敏锐地观察到，许多人工智能的训练都是基于未经同意、缺乏监督、没有限

制或未考虑其可能造成的危害而大规模获取个人数据，而数据抓取几乎与所有核心隐私原则 〔５０〕

相悖，使个人处于暴露和脆弱的境地。大规模的数据传输是基于一系列幕后处理而实施的，个人

却无法参与其中，援用合法同意保护个人是不切实际的。爬取数据的真正影响只有在集体层面才

能体现，而非个体层面，因而最重要的问题是数据收集、使用和转移是否符合公众利益。他们建议

立法者应将系统化抓取、自动化地大规模收集和使用个人数据视为一种特权，服务于公共利益应

作为获得抓取许可的前提。〔５１〕

总之，美国学者基本上已经抛弃以个人权利为中心的数据保护模式，而在负责任治理框架下

演绎负责任数据使用，强调集体隐私、社会整体利益和公共利益。也正是在这样的深度探索中，社

会契约理论被引入个人数据使用规则的重塑之中。

四、个人数据治理的社会契约转向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应用，尤其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的兴起，人们逐渐认识到需要通过各种数据

分享解决数据保护与数据流通的紧张关系，实现数据的社会价值。这迫使人们摆脱个人本位模

式，重新思考数据权利的配置。《２０２１年世界发展报告》〔５２〕认为，打破当前数据治理的僵局需要一

种新的数据社会契约。于是，在探索适合数字经济秩序的过程中，社会契约思想得到关注和应用。

（一）社会契约兴起的理论基础

大致有三种理论支撑新社会契约理论，用以解决当前数据使用秩序和社会价值实现的问题。

首先是数字公平理论。西班牙ＩＥ大学“变革治理中心”设立了“数字革命与新社会契约”研究项

目，〔５３〕提出数字经济（或数据经济）公平思想，认为“技术产生的机会、利益和权力的分配对社会中

的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平等的”〔５４〕。公平的数据经济应当具备三个特征：一是公平的竞争环境将促

·４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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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９〕

〔５０〕

〔５１〕

〔５２〕

〔５３〕

〔５４〕

ＳｅｅＥｌａｎａＺｅｉｄｅ，犈狓狆犪狀犱犻狀犵狋犺犲犘犪狉犪犱犻犵犿牶犌犲狀犲狉犪狋犻狏犲犃狉狋犻犳犻犮犻犪犾犐狀狋犲犾犾犻犵犲狀犮犲犪狀犱犝．犛．犘狉犻狏犪犮狔

犖狅狉犿狊，１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ＦｏｒｕｍｏｎＡＩ：Ｌａｗａｎｄ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ｅ１６，１ １０（２０２５）．

这些原则包括公平、个人权利和控制、透明度、同意、目的规范和二次使用限制、数据最小化、继续传输和

数据安全。

ＳｅｅＤａｎｉｅｌＪ．Ｓｏｌｏｖｅ＆ Ｗｏｏｄｒｏｗ Ｈａｒｔｚｏｇ，犜犺犲犌狉犲犪狋犛犮狉犪狆犲牶犜犺犲犆犾犪狊犺犅犲狋狑犲犲狀犛犮狉犪狆犻狀犵犪狀犱

犘狉犻狏犪犮狔，１１３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１５２１，１５２１ １５８４（２０２５）．

Ｓｅｅ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犠狅狉犾犱犇犲狏犲犾狅狆犿犲狀狋犚犲狆狅狉狋２０２１牶犇犪狋犪犳狅狉犅犲狋狋犲狉犔犻狏犲狊，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ｗｏｒｌｄｂａｎｋ．ｏｒｇ／ｅｎ／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ｗｄｒ２０２１，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项目自２０２２年设立，共分以下四部分：１．数字经济；２．数据经济；３．数字时代的地缘政治；４．新社会契

约（正在进行，成果尚未发布）。ＳｅｅＩ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Ｔｈｅ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ａｎｄ

ｔｈｅ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ＰｒｏｊｅｃｔｌｅｄｂｙＭｉｇｕｅｌＯｔｅｒｏＩｇｌｅｓｉａｓ），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ｅｄｕ／ｃｇ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ＳｅｅＭｉｇｕｅｌＯｔｅｒｏＩｇｌｅｓｉａｓ＆ＰａｕｌａＯｌｉｖｅｒＬｌｏｒｅｎｔｅ，犜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犈犮狅狀狅犿狔犪狀犱狋犺犲犖犲狑犛狅犮犻犪犾犆狅狀狋狉犪犮狋，Ｉ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ｅｄｕ／ｃｇ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ｄｉｇｉｔａｌａｇｅ／，

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进创新，并为成功提供平等机会；二是个人将信任组织能够负责任地处理其个人数据；三是社会将

更加繁荣，从而改善整体福祉。〔５５〕他们认为数字社会新问题不能仅靠技术来解决，而应当重构社

会运行结构，构建新社会契约，并提出了四项核心建议：合法性、多利益相关方合作、公共部门转型

和私营部门参与。〔５６〕

其次是数字自决理论。韦尔胡尔斯特教授试图构建一套实现数据社会化重用的数据治理理

论。他认为，个保法未触及重用问题，现行的数据治理也缺乏对数据重用的关注。跨领域的数据

分享需要社会许可，使负责任的数据使用延伸至数据重用。〔５７〕当前解决信息和权力不对称的方

法是知情同意，而在数据化时代，知情同意原则已不足以支撑数据重用。〔５８〕因此需要超越同意的

局限性，寻找支撑更全面、更包容、更负责任的数据使用和重用的理论基础。为此韦尔胡尔斯特教

授提出新的数字自决原则和实践，并将之定义为“在整个数字数据生命周期中以互惠互利的方式

尊重、嵌入和执行人们的代理、权利、利益、偏好和期望的原则”〔５９〕。其中，社会许可是实施数字自

决的政策工具，为整个行业建立实践标准，有助于促进负责任的数据重用。于是，韦尔胡尔斯特在

寻求超越个人同意实现新的负责任治理体制中提出社会许可或社会契约理论，以可持续、公平和

负责任的方式释放数据的力量。〔６０〕社会许可可以通过与社区、利益相关者和更广泛的公众接触、

谈判并获得他们的信任和接受来获得。〔６１〕

最后，数据民主理论也支撑社会契约理论的应用。数据民主 〔６２〕的理念强调数据应该被每个

人访问、理解和使用，体现了数据处理中的包容性、透明度和问责制原则。数据民主的理想是“数

据的好处由所有人共享，数据驱动的创新服务于人类的集体利益”〔６３〕。显然，数据民主理论强调

使用者有机会获取数据，同时也强调个人通过参与和合作分享数据好处。

上述三种理论相互交叉和联系，超越了仅关注数据主体权利的个保法理论，转向通过社会主

体参与集体协商方式形成新的数据获取和使用秩序。

（二）社会契约适用的正当性论证

社会契约理论起源于霍布斯、洛克和卢梭等先贤对民主政府权力来源或正当性的论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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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５６〕

〔５７〕

〔５８〕

〔５９〕

〔６０〕

〔６１〕

〔６２〕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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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ｏｆＣｈａｎｇｅ，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ｅ．ｅｄｕ／ｃｇ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ｎｅｗ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ｔｒａｃｔ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ＯｔｅｒｏＩｇｌｅｓｉａｓ＆Ｌｌｏｒｅｎｔｅ，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４〕．

ＳｅｅＳｉｍｏｎａＭａｒｃｕｃｃｉ，ＮａｔａｌｉａＧ．Ａｌａｒｃóｎ，ＳｔｅｆａａｎＧ．Ｖｅｒｈｕｌｓｔ＆ ＥｌｅｎａＷüｌｌｈｏｒｓｔ，犐狀犳狅狉犿犻狀犵狋犺犲

犌犾狅犫犪犾犇犪狋犪犉狌狋狌狉犲牶犅犲狀犮犺犿犪狉犽犻狀犵犇犪狋犪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犉狉犪犿犲狑狅狉犽狊，５Ｄａｔａ＆Ｐｏｌｉｃｙｅ３０（２０２３）．

ＳｅｅＳ．Ｇ．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Ｌ．Ｓａｎｄｏｒ＆Ｊ．Ｓｔａｍｍ，犜犺犲犝狉犵犲狀狋犖犲犲犱狋狅犚犲犻犿犪犵犻狀犲犇犪狋犪犆狅狀狊犲狀狋，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Ｓｏｃｉａｌ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Ｒｅｖｉｅｗ，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ｄｏｉ．ｏｒｇ／１０．４８５５８／ＴＤＳ９６Ｙ２２，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３０〕．

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Ｓａｎｄｏｒ＆Ｓｔａｍ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８〕．

到目前为止，已经尝试了几种不同的参与式方法，以实现更具包容性和民主的数据重用治理。其中包

括：审议性讨论小组、圆桌会议、公民陪审团和调查、公民集会、建立数据（再）使用社会许可实验室等。Ｉｂｉｄ．

数据民主是一种组织状态，员工可以定期和普遍地（１）访问数据资产，（２）利用它们的技能，（３）具有参

与其中的动机以及（４）战略性地使用它们的指引。ＳｅｅＮｉｃｋ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ｕｌｅｎ，犕狅犫犻犾犻狕犲犢狅狌狉犇犪狋犪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

ＭＩＴＣＩＳＲ，１８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ｓ：／／ｃｉｓｒ．ｍｉｔ．ｅｄｕ／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２０２５＿０９０１＿Ｄａｔａ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ＶａｎｄｅｒＭｅｕｌｅｎ

ＳｏｍｅｈＷｉｘｏｍＢｅａｔｈ．

ＡｎｋｉｔＲａｇｈｕｖａｎｓｈｉ，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狋犺犲 犖犲犲犱犳狅狉犇犪狋犪 犇犲犿狅犮狉犪犮狔犻狀狋犺犲犇犻犵犻狋犪犾犃犵犲，９（６）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Ｎｏｖｅｌ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ｎｄ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ＪＮＲＤ）ｅ２４５（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ｉｊｎｒｄ．ｏｒｇ／ｐａｐｅｒｓ／

ＩＪＮＲＤ２４０６４２１．ｐｄｆ，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罗尔斯则更新了社会契约论，将社会契约理论的范围扩展到社会正义和道德规范理论，大大丰富

了社会契约的内涵。社会契约理论并没有告诉人们社会安排是如何设计的，而是强调赋予个人同

意、协议和谈判的重要作用。权威学者将之表述为：“规则是由理想化的个体Ｎ在某种理想环境Ｍ

中选择的，遵守规则的义务适用于Ｎ（真实的个人）。”〔６４〕因此，社会契约可以理解为关于社会基本

规则的协议，而社会契约理论主张这样的规则应该不断重新谈判、更新和完善，以实现社会成员共

同认可的目标。按照罗尔斯的理论，正义是社会安排的主要美德，如果人们合作选择的程序是合

理的，那么合作安排就符合我们的道德判断，具有公平性或合法性。

在笔者看来，社会契约论是一种方法论，可以广泛地应用于“个人为了社会利益而将一些自由交

给治理实体”的情形，用来解释相冲突的利益相关者如何在合作过程中通过动态互动寻求各自利益的

最大化，如何在相互让渡权利和约束条件下实现符合参与者个体利益的稳定均衡。数据上存在多重

利益，数据资源化利用必须解决这些利益冲突，构建数据使用秩序，实现数据社会价值最大化。因

此，社会契约理论适合数据使用和重用秩序构建，以寻求数据的社会化使用规则。从社会契约视

角，数据使用或重用的规范和规则的合法性最终来自对个人产生合理期望的认可或社会共识。

传统个保法认为，只要基于个人同意，使用者的使用行为就具有正当性，也具有合法性。〔６５〕这也

符合传统的社会契约理论。但当我们的同意并非出于自愿，不能反映个体意志时，同意就不具有正义

可言。而社会契约理论讨论的是制度规则的道德合法性。〔６６〕当代社会契约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协议

（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而不是同意（ｃｏｎｓｅｎｔ）。同意区别于协议，一个人可以认可或同意一项原则，而这种

认可行为并不以任何方式约束他必须遵守，而协议行为表明了我们有什么理由做什么。〔６７〕从当

今社会契约理论的角度，将个人在具体场景下同意使用视为当然的合法，其合理性就存在疑问。

在我们重构个人数据使用秩序时，可以借助社会契约理论寻求新的正义。韦尔胡尔斯特将社

会许可定义为“通过持续（即不断更新）的社区或利益相关者参与，以及对数据访问和重用方式的

接受，来建立信任和合法性的过程”〔６８〕。他的社会许可本质上就是在援用社会契约理论，寻求实

现数据重用的新的社会正义。在某种意义上，同意作为合法性基础是个保法立法者们基于当时社

会背景设计的正当性，但正当性内生于合理的协议。〔６９〕当我们需要重新思考个人数据的社会化

利用秩序时，社会契约理论恰为这一重构提供了可行路径。

（三）社会契约引导的个人数据治理模式探索

社会契约理论引导人们重新思考和探索数据主体（个体）为了社会利益应当让渡自由（权

利）的内容、范围和程度，形成新的既有效保护个人，又最大化实现数据社会化的使用（重用）秩序。

它要实现从个体意志到集体或社会意志的跃迁，在结果上表现为社会契约（社会许可）；在过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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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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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莹：《论已公开个人信息合理处理范围的认定》，载《法律科学》２０２５年第６期。

道德合法性涵盖了社会合法性（该制度实际上是否被广泛接受？）、地方价值合法性（制度是否具有符合

当地期望和价值观的属性？）和整体道德合法性（从所有方面考虑，该制度在道德上是否可接受？）。ＳｅｅＨｕｇｈ

Ｂｒｅａｋｅｙ，ＧｒａｈａｍＷｏｏｄ＆ＣｈａｒｌｅｓＳａｍｐｆｏｒｄ，犝狀犱犲狉狊狋犪狀犱犻狀犵犪狀犱犇犲犳犻狀犻狀犵狋犺犲犛狅犮犻犪犾犔犻犮犲狀狊犲狋狅犗狆犲狉犪狋犲牶犛狅犮犻犪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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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５４８８（２０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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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Ｓａｎｄｏｒ＆Ｓｔａｍｍ，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５８〕．

ＤＡｇｏｓｔｉｎｏ，Ｇａｕｓ＆Ｔｈｒａｓｈｅｒ，ｓｕｐｒａｎｏｔｅ〔６４〕．



体现为个体参与规则形成和实现的体制。

从某种意义上，数据信托即一种基于个人意志的个人数据集成管理利用的制度。目前，人们

提出了两种克服信托缺陷的解决方案：社区参与模式和公共信托模式。韦尔胡尔斯特教授是社区

参与模式的倡导者。他认为，当前数据使用治理失败的原因是同意疲劳、溯源薄弱和许可不平衡，

因而转向集体和公平的数据治理，需要一种持续、可执行的参与式数据治理机制。数据治理被视

为一个集体的、持续的过程，将重点从个人同意转移到社会决策。〔７０〕社会许可的形成大致可以归

纳为三个核心阶段：（１）建立偏好和期望；（２）偏好和期望的条款化；（３）执行偏好和期望。〔７１〕与

单纯的法律合规不同，社会许可嵌入了社会信号、偏好和对目的、保障、监督和问责制的期望，因为

数据在不同环境中被重复使用并不断发展。〔７２〕

但是，真正的社会许可实施需要一定的条件，至少利益相关者和公众参与是一个难以解决的

问题。芝加哥大学的胡克（ＡｚｉｚＺ．Ｈｕｑ）教授探讨了“公共信托”作为个人数据治理新模式。他认

为，公共信托是对共同资源进行民主决策的工具，同时解决了私人和公共滥用的风险。个人数据

作为一种共享资产，可作为为所有人利益而共同持有的资产进行管理。〔７３〕公共信托资产由国家

拥有和管理，国家作为受托人既可以为公众的利益保留或限制使用，也允许实控人用于受控的商

业开发。本质上，公共信托作为个人数据的治理工具，为政府监管个人数据使用提供依据，以减轻

个人数据使用的危害，实现平等保护公众隐私和经济利益的目标。

在智慧城市建设过程中，美国、欧洲和加拿大的市政当局已经开始尝试对数据进行有限形式

的公共信托。〔７４〕阿姆斯特丹与巴塞罗那和纽约市共同发起了数字权利城市联盟，〔７５〕探索公共信

托模式的实现路径。

虽然上述两种模式都是替代现行个人同意，实现个人数据社会化使用，但是二者理论基础不完全

相同。基于社区参与的社会许可以个人自主权为基础，只是从个体决策（同意）转向更民主的集体决

策；公共信托模式则基于数字公平理论，希望由政府管理和监督个人数据的社会使用，强调政府的代

理人作用。笔者认为，保护数据主体的正当权益是基本共识，在这方面个保法仍然发挥着作用。我们

应当在个保法框架下思考新社会契约，可以考虑从重构合法性基础的角度更新个保法方案。

五、个人数据治理的模式更新与制度回应

个保法采用“合法性基础＋处理行为规范”的行为规范模式，但其个人自决的理论基础导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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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２〕

〔７３〕

〔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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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ｅｅＳｔｅｆａａｎＧ．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ＡｄａｍＺａｂｌｅ，ＡｎｄｒｅｗＺａｈｕｒａｎｅｃ＆ＰｅｔｅｒＡｄｄｏ，犚犲犻犿犪犵犻狀犻狀犵犇犪狋犪犌狅狏犲狉狀犪狀犮犲犳狅狉犃犐牶

犗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犪犾犻狕犻狀犵犪犛狅犮犻犪犾犔犻犮犲狀狊犲犳狅狉犇犪狋犪犚犲犝狊犲，ＡｇｅｎｃｅＦｒａｎａｉｓｅｄｅＤéｖｅｌｏｐｐｅｍｅｎｔ，２８Ａｐｒｉｌ２０２５，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ａｆｄ．ｆｒ／ｅｎ／ｒｅｓ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ｅｉｍａｇｉｎｉｎｇｄａｔａ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ａｉ．

ＳｔｅｆａａｎＧ．Ｖｅｒｈｕｌｓｔ＆ＡｄａｍＺａｂｌｅ，犃犉犪犮犻犾犻狋犪狋狅狉狊犌狌犻犱犲狋狅犈狊狋犪犫犾犻狊犺犻狀犵犪犛狅犮犻犪犾犔犻犮犲狀狊犲犳狅狉犇犪狋犪

犚犲狌狊犲，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ｂｒａｒｙ，ｈｔｔｐｓ：／／ｔｈｅｌｉｖｉｎｇｌｉｂ．ｏｒｇ／ａｆａｃｉｌｉｔａｔｏｒｓｇｕｉｄｅｔｏ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ａｓｏｃｉａｌｌｉｃｅｎｓｅｆｏｒｄａｔａ

ｒｅｕｓｅ／，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Ｉｂｉｄ．

ＳｅｅＡｚｉｚＺ．Ｈｕｑ，犜犺犲犘狌犫犾犻犮犜狉狌狊狋犻狀犇犪狋犪，１１０ＧｅｏｒｇｅｔｏｗｎＬａｗＪｏｕｒｎａｌ３３３，３３３ ４０２（２０２２）．

Ｉｂｉｄ．

数字权利城市联盟（Ｃｉｔｉｅｓ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ｉｇｈｔｓ）被视为一项正在进行的全球倡议，旨在促进和捍卫城

市和城市环境中公民、居民和游客的数字权利，以确保公平、包容、可访问和负担得起的非歧视性数字环境。截至

２０２６年２月大致有６０家城市加入该城市联盟。ＣｉｔｉｅｓＣｏａｌｉｔｉｏｎ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ｈｔｔｐｓ：／／ｃｉｔｉｅｓｆｏｒｄｉｇｉｔａｌｒｉｇｈｔｓ．ｏｒｇ，

ｖｉｓｉｔｅｄｏｎ１５Ｍａｙ２０２６．



人控制是其基础底色。个人控制体现于“处理前个人同意＋处理中干预＋处理后删除”，这是在事

实上为个人构筑完整权利链，使个人在法律上享有资源化利用的话语权。但是，以“目的特定＋个

人同意”配合构建的个保法体系正在崩塌。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初始个人保护的理念和制度设计

是错误的，而是因为技术变革带来的数据要素利用方式变革对法律制度提出新需求，同时也使传

统的以个人控制为基础对个人保护的方式失效或失灵。２０１８年笔者曾撰文指出个人信息保护应

从个人控制走向社会控制，并提出社会控制的三层含义：个人信息的使用由社会习惯或法律确定，

而不是由个人意志决定；保护个人信息的责任主体由以个人为主转向以社会为主；法律规范的重

心应从收集行为转向使用行为。〔７６〕在今天看来这些主张仍然是合宜的且适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数

据利用需求。本文承继这一思路，提出以社会契约重构个保法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个人数

据的收集和获取不再事先获取个人同意，而应在法律上视为所有个人默许收集使用，但是个人数

据使用须实质性地尊重和保护个人权益。

（一）社会许可下的个人数据处理合法性重构

为解决数据要素化使用与个人控制之间的冲突，我们需要构建新的合法性基础，并更新和修

改个人数据使用（处理）规范，实现个人保护和社会使用的平衡。为此，笔者建议以社会许可替代

个人同意，作为个人数据处理的合法性基础，并在此基础上适当修改调整个人与使用者之间权利

义务的处理规范，实现更新个保法的目标。

社会许可，是指基于其与社区价值观和利益的一致性，对数据重用等活动的集体接受。〔７７〕作

为个人数据使用合法性基础的社会许可，即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允许个人数据使用，或者接受使用

个人数据不需要每个个体同意，只需要遵守法律规定，合法获取和使用数据。至此，全社会形成共

识，只要使用者以合法方式获取和使用数据，且用于合法正当的目的，那么每个人都默示同意。默

示同意替代个保法的积极同意制度，数据使用者不需要在收集时征得同意，之后也不需要重新取

得同意，在供他人使用时也不需要单独同意。

在法律上，社会许可类似于版权法的开放许可 〔７８〕，即毋须获得特定数据主体个体的明确同

意，只要遵循标准开放许可条件就推定使用者愿意遵守该许可使用数据。社会许可的开放性体现

为两个方面：一是主体开放性，社会许可是向所有主体开放的；二是社会许可的内容或条件也是开

放的，不再受特定目的约束。这样，社会许可就摆脱了目的特定原则对个人数据重用的限制。不

过，这种使用存在三个限制条件：一是获取个人数据的手段和方式合法；二是遵守个保法的规定，

履行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和其他法定义务；三是用于正当合法的使用目的。上述三个条件中，合法

目的是最宽泛的授权，允许个人数据用于任何合法目的或用途，以突破目的限定原则。以这样宽

泛的合法性为基础是否具有法律上的正当性，需要进一步检讨。

《个保法》第１３条的合法性基础采意定和法定二分，要么基于个人同意，要么基于法律规定的事

由。两者的正当性（合法性）是建立在不同法理基础之上的：同意的合法性基础是个人自主决定（同

意），而法定事由显然是从社会理性角度的推定或假设。这些法定事由或情形的正当性可以归纳为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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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高富平：《个人信息保护：从个人控制到社会控制》，载《法学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３期。

ＳｅｅＳｔｅｆａａｎＧ．Ｖｅｒｈｕｌｓｔ，犅犲狔狅狀犱犆犺犲犮犽犻狀犵犪犅狅狓牶犎狅狑犪犛狅犮犻犪犾犔犻犮犲狀狊犲犆犪狀犎犲犾狆犆狅犿犿狌狀犻狋犻犲狊

犅犲狀犲犳犻狋犳狉狅犿犇犪狋犪犚犲狌狊犲犪狀犱犃犐，ＴｅｃｈＸｐｌｏｒｅ，１６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２４，ｈｔｔｐｓ：／／ｔｅｃｈｘｐｌｏｒｅ．ｃｏｍ／ｎｅｗｓ／２０２４１２ｓｏｃｉ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ｉｅｓｂｅｎｅｆｉｔｒｅｕｓｅａｉ．ｈｔｍｌ．

开放许可源自版权许可，通常由版权管理协议适用于可开放使用的受版权保护甚或不受版权保护的资

源。开放许可有以下特征：许可使用的条件是标准化的，凡使用者均适用；受许可人不受限制，只要遵循许可使用

条件的人即可以获得许可或使用；许可使用的客体限于软件、研究数据等非排他可重用数字内容。



类：（１）订立、履行合同所必需，因为个人信息是订立和履行合同所必需的，是实现个人目的所必需

的；（２）已公开个人信息原则上可在合理的范围内使用，因为已公开信息被推定为基于个人意志或个

人不再控制；（３）其他法律规定的允许在合理的范围内处理个人信息的情形，〔７９〕是指满足特定的公

共利益、公共安全目的或属于好意施惠，这些情形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提倡的，为社会秩序所

必需，是个人必须让渡的自由。前两类免于同意事由再加上好意施惠情形，似乎是从社会常识推

演而得出的，其本质具有社会契约性质；而其他事由是法律理性的结果，它基于个人与社会公共利

益之间发生冲突时个人必须做的妥协，当然具有法律的正当性。因此，第１３条法定事由规定实际

上反映了社会认知和共识，具有转化为社会契约的正当性。

第１３条法定情形是开放式规范，“法律、行政法规”还可以比照之前事由来规定的“其他情形”

下同意的豁免。若我们将合法性基础替换为默示“合法正当目的”，不仅可以涵盖法定事由，而且

可以反映出个人信息正当使用事由的开放性。因此，只要目的合法正当，均可以作为获取并使用

个人数据的正当理由，这与当前合法性基础的制度逻辑并不存在根本冲突。当然，从立法技术出

发，亦可以从禁止性规范的角度，通过列举不得（非经同意）使用个人信息的情形，以排除开放许可

下对个人有实质危害的使用。

在上述限制条件下，社会许可可以替代同意并吸收法定事由成为唯一的合法性基础。这样可以

避免烦琐的同意流程，使需要数据者可以获得个人数据加以使用，解锁重用之困，使数据价值得到发

挥。但是，实施开放社会许可，个人既不能决定使用条件、范围和方式等，也无法明确特定使用者或使

用关系，可能增加个人数据处理危害个人权益的风险和维权困难。因此，适用开放许可对于基于个

人同意的个人保护水平有一定程度减弱，因而需要通过其他制度来加以弥补。毕竟只有个人数据

权益没有减弱甚至得到增强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实现实质性保护个人和促进利用的双重目标。

（二）社会许可下的个人数据治理规范更新

在社会许可下，现行个保法的个人数据处理规范需要进行相应调整，基本方向是：直面人工智

能普及应用对个人保护的新挑战，实质性地保护个人在个人数据使用中的正当权益，在给数据使

用者更多自由的同时，强化个人在数据处理中的义务和责任，构建负责任治理体系。本文仅对此

作方向性的论述：

１．重塑个人的正当性权益

在现行个保法中，个人被赋予相当多的防御性权利，这些权利大多数属于沉睡中的权利，人们也

并未真正行使。在弱化个人数据使用由个人控制的理念下，数据主体应当保留和享有哪些权利值得

进一步明晰和重构。除了原则性宣示个人对个人数据及其使用享有主体权利外，笔者认为，可以保

留知情权和拒绝（选择退出）权两个基本权利，同时增加收益分享权并细化损害赔偿救济的规定。

个人数据使用存在直接收集和间接获取（包括爬虫抓取公开信息等）两种方式。在直接收集

时，使用者仍然需要告知个人，个人仍然需要勾选，只是勾选不再赋予同意（甚或授权）效力，仅作

为知晓谁在使用其个人数据的证明。在间接获取的情形下，获取时无法告知，可以将告知延迟到

使用过程中识别主体身份之后（一旦进行识别性使用，告知数据主体成为使用者法定义务）。在使

用关系得以建立的情形下，法律可以规定一些特定的数据使用情形（典型的如精准推送、敏感信息

使用等）须给予数据主体以拒绝机会，防范数据使用侵犯个人隐私和其他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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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据资源化利用下，个人数据聚合利用给使用者带来价值，作为个人数据提供或参与生成

者的个人有权分享由此产生的经济利益。因此，应当明确数据主体的收益分享权。收益分享权也

可以视为对数据可携权的替代，〔８０〕它不再是通过数据控制权来实现利益，而是直接代之以收益

权。一旦在具体数据使用关系中收益权得不到实现，那么数据主体可以请求特定使用者分享因数

据聚合使用产生的利益，在不能实现时通过司法救济实现。这样的数据收益分享实践可以促成各

种数据合作方式的开展，以形成数据主体参与治理和分配的治理模式。

２．强化使用者的法定义务

在个人数据使用的合法基础调整之后，如何完善个人数据处理规范，强化使用者保护个人权

益和履行合规义务便成为个保法主要目标。在这方面除了细化安全保障义务之外，可能有三个方

向需要强化：

第一是告知义务。告知是实现数据主体知情和行使权利以及维权的基础，因此，细化和完善

告知义务成为保护个人权益的前提。一个基本原则是：凡是使用个人数据的，均须履行告知义务，

无论直接收集还是通过间接方式获取，都应当与数据主体建立联系。

第二是正当合法使用个人数据的义务。这是开放社会许可的基本要求，因此期待法律对合法

获取方式、违法使用情形及其法律后果作出更细致的规定，以发挥对合规者的指引作用和对违法

者的惩罚作用。

第三是保护个人权益的义务。个人对个人数据及其使用的合法利益需要通过使用者义务来

实现，因此除了使用者具有保护个人合法权益义务的原则性规范外，更需要细化这些保护义务，以

使个人通过侵权和违法救济获得保护。例如保护隐私和敏感信息、分享数据利益等义务。

３．构建负责任的治理框架

个人数据在使用中产生价值，也在使用中产生损害和风险，个保法在具体场景下执行，需要结

合具体场景判断合法性，以及预防措施与风险的适当性。这需要组织建立有效的治理体系来解

决。如前所述，在美国，无论学术界还是政策制定者均认可个人保护应当从以个人权利为中心转

向负责任使用的治理体系。个人数据及其使用是一个持续、多变、复杂的存在，个人与使用者、监

管者与使用者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信息不对称。法律规范的完善需要落实到每个组织治理体系，需

要使用者建立全流程合规管理来落实法律义务，切实维护个人权益。个人数据治理在某种意义上

需要在社会层面形成共识和最佳实践，由各组织因地制宜落实和实施。在这方面，国际社会已在

研讨下一代数据治理，汇聚技术、法律和社会领域的研究人员以及行业专家，共同探讨数据治理可

行方案。〔８１〕这样的治理体制反映了数据智能时代的趋势，应当成为未来个保法不可或缺的内容。

４．完善损害赔偿救济体系

个人与数据使用者之间只是在收集环节减少了所谓的“同意授权”，但是并不减少数据使用者

保护数据主体权利的义务，法律仍需强化救济体系来实现对个人权益的保护，这是转向负责任地

使用的治理体制的配套制度。数据保护具有复杂性、广泛性，既有对个体的损害（财产损失、人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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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可携权允许个人从使用其个人数据所创造的价值中受益：它允许他们将数据用于自身目的，或许

可数据进一步用于第三方以换取额外服务或现金价值。参见付新华：《数据可携权的欧美法律实践及本土化制度

设计》，载《河北法学》２０１９年第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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伤害、歧视、心理伤害等），也有对整个社会的损害。〔８２〕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又会加剧数据导致损

害及其责任追究的复杂性。在索罗夫看来，仅凭数据本身无法确定任何有意义的监管措施，隐私

法必须关注使用中的损害和风险，而非个人数据的性质，数据保护措施应与数据收集、使用和转移

所涉及的损害和风险相称。〔８３〕因此，未来的个保法将朝着完善个人数据使用规范和损害赔偿救

济体系的方向发展。

在强化损害赔偿救济的同时，还需要强化个人数据使用监督和执法，打击一切违法利用个人

信息、侵害合法权益、危害公共秩序和国家安全的行为，发挥行政执法、刑事司法和社会综合治理

的作用。只有营造合规合法使用个人信息的环境，才能减少个人数据使用带来的不安全感。

总之，合法性基础的开放性规范需要整个数据使用规范作相应调整和更新，在抛弃形式化同

意制度之后，建立更加完善和有效地保护个人权益（和整个社会）的制度。同时，将个人数据的社

会使用交由使用者决定，释放数据社会化重用的价值。这样，个保法就彻底地从基于个人权利的

法律转变为行为法，一切违法性判断均依据单一法律规范作出判断，避免个人决定（同意）对违法

判断的干预，同时也避免个人决定对正当数据的重用设置障碍（至少是增加合规成本）。

六、结　　论

数字技术不断迭代使人类社会进入数智时代，个人数据应用的目的、方式、场景、规模等发生

了巨大变化，一方面导致个人对个人数据的控制力越来越弱，另一方面导致社会（由各使用者组

成）越来越依赖数据的重用，迫切需要建立高效便捷的数据社会化重用秩序。但是，２０世纪七八十

年代所形成的个人数据保护制度尚未预料到个人数据资源化利用方式的变革，更没有给个人数据

社会化重用提供机会。因此，个人数据保护与资源化利用存在着制度冲突。

应当说，自互联网、大数据出现后对于个保法的反思和改革的思考从来没有停止过，只是因为

路径依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实现实质性改革，而人工智能的出现，彻底地粉碎了以“个人决定”为

核心的个保法制度。个人在个人数据及其使用中主体权益与数据（作为资源）社会化重用之间存

在冲突，不得不通过体系性变革加以解决。社会契约理论无疑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支撑，而域外

学者主张和行业探索也给了我们有益的启迪。本文认为，个人数据使用（重用）需要秩序，但是欧

洲开创的以个人控制为核心的个保法模式使得个人同意渗透或延伸至数据资源利用秩序，构成个

人决定（同意）与使用者决定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在我国《个保法》中得到强化，形成了

个保法与数据要素化（资源化）利用的冲突，单独同意尤其成为个人数据流通的阻碍。鉴于个保法

以“合法性基础＋处理行为规范”为架构，我们只需对以个人同意为基础的合法性基础予以完善，

并更新个人数据处理行为规范，即可实现个保法与时俱进的立法目标。

因此，本文提出以社会许可来替代同意及其他法定事由，构成开放的个人数据使用的合法性

基础，更新和完善个人数据使用（处理）规范，以实质性地保护个人在个人数据使用中的正当权益，

在给数据使用者更多自由的同时，强化个人数据处理中的义务和责任，构建负责任治理体系。最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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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使个保法彻底转变为行为法，使个人数据的资源化利用由使用者决定。与此同时，数据使用者

负担维护个人对个人数据及其使用的合法权益的义务。这样的改革方案受到社会契约理论的鼓

舞，因为它试图重新寻求数智时代个人数据使用（重用）正当性或合法性。但笔者没有主张通过社

区参与和重新谈判来达成新正义或新秩序，而是基于法律理性主张，在保护个人信息权益的前提

下，社会应当默认或一致同意个人数据正当使用行为。这样的方案充分考虑到不管数字技术如何

发展，我们仍然需要个保法，需要更加完善和有效的个保法来保护数据主体权益。因此，笔者的方

案可以视为个保法修改方向的建议，即以社会许可替代现行法的合法性基础，并修改和完善个人

数据处理（使用）规范，以实现体系化更新个保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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